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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評估學術的權力還給學術界
王學典

2020 年 2 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緊急叫停科技領域已氾濫成災的 SCI 論文至上的做

法，強力糾正學術評價中的不良導向。 這既是對當前突發事件的應激反應，更是對近年來學術界、
期刊界相關呼籲的有力回應，這一舉動值得讚賞。 官學兩界坐下來鄭重思考與討論學術評價問題

的機會終於到來。

只有深諳學術研究之道方能擔當學術評價之責

一段時間以來，對以 SCI 論文爲代表的量化工具的盲目濫用敗壞了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術風氣，
已成爲我國科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桎梏、一個陷阱。 尤其是，對所謂權威刊物、頂級刊物的崇拜已經

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發表一篇高級別刊物論文形同加冕，若干著名編輯部因此已成無冕之王。 而

且，這種 SCI 論文至上的做法業已蔓延到人文社科領域，SSCI 成爲學術評價指標中的新寵。 我們

人文社科研究也正在走上片面迎合量化標準的道路。 唐德剛先生早就指出：美國學界的規則是，不
出版就死亡，只有那些讀三本書能寫五本書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當下中國學界已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於捨本逐末，買櫝還珠，結果只能是指標越亮麗，學術越平庸，表面的繁榮掩蓋了內在的匱乏。 文

件的發佈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至爲重大的問題：學術究竟如何評價、由誰來評價？ 這一問題的提出，
將爲拯救病入膏肓的科研評價體制帶來希望。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科研評價體制的改革是

一項系統工程，肯定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無法指望一紙文件就能一舉解決目前叢生的亂象。
在筆者看來，學術評價歸根結底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是一項專業性極強、具有較高門檻的工

作，具有一定學術資質是從事學術評價活動的前提。 它實質上是學術共同體內的一種自我認定、自
我調控。 學術評價不能獨立於學術研究之外，二者是連體共生的。 學術評價必須遵循學術研究自

身的邏輯和行規，只有深諳學術研究之道方能擔當學術評價之責。 學術評價被期刊等級牽著鼻子

走的狀况，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另外，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也加劇了量化標準的濫用。 即爲了減少主觀因素的干擾，人們試圖尋

找一個考量學術水平的客觀標準。 這種標準還最好能够量化爲若干指標，進而依據這些指標的高

低排序來評定學術和學者。 實踐證明，這一做法是失敗的，定量分析不能代替定性分析，複雜的價

值判斷終究無法化約爲簡單的事實判斷。 嚴格意義上，學術評價是無法量化、指標化和客觀化的。
學術評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軟性的同行評議，這本質上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活動。 筆者相信，只要

在一定的制度保障和約束下，主觀性的評價是有望能達到結果上的客觀公正的。
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學術評價究竟如何進行，離開了量化指標，是否就會隨心所欲，無章可循？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學術界對什麽樣的學術成果是有價值的，其實是有公認的原則和標準的，只不

過這些原則和標準外行人難以把握和操作罷了。 當然這些標準也並非完全不足爲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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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質量高低關乎學術價值大小

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說，清華學人有一種傲人的自我期待：不管搞哪一行，絕不做第二等的

題目，要做就做“頭等大題目”，第一流的大學問。 研究選題的意義於此可見。 我們現在的項目評

審一般都將選題價值放在首位，這無疑是正確的。 選題處於科研工作的起點，尋找到一個好的選題

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 填補空白的題目自然不必多說，但這樣的題目少之又少。 一般說來，研究選

題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取決於在本學科領域是否具有公認的重要性。 以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爲例，有
關梁啓超、胡適、郭沫若等學術名家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性，不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必
須從新的角度切入。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完全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但關於小

人物的研究應當與學術史上的重要現象、重要問題相關聯才能凸顯其意義。 民國學者張蔭麟曾就

中國通史編纂提出取材的四種標準：“新異性的標準”、“實效的標準”、“文化價值的標準”、“現狀

淵源的標準”。 這些標準同樣可以移用於學術選題。 滿足一種或幾種標準的選題才稱得上是優秀

的選題。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目前史學領域存在一種“碎片化”傾向。 一些學者以小爲美，沉醉於細枝

末節、邊緣角落的發掘而不可自拔，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宏大”與“碎片”的關係當然是辯

證的，是互補的，當下的問題是，在浩瀚的史學海洋上，已看不見泰坦尼克號，到處都是小舢板雲集。
在“碎片化”的視野中，歷史像一顆摔碎的油珠，再也無法聚攏起來。 這種缺少“宏大”關懷的碎片

式研究題目的重要性當然要大打折扣。 所有的碎片固然都值得研究，但它們對本學科領域的意義

卻無法與那些攸關全域的中心題目相提並論。 還有一些學者專找冷門、偏門的題目去做，恃爲獨門

絕學，以此爲成功的終南捷徑。 冷門、偏門的題目當然需要有人來研究，但其價值也不應高估。 儘

管目前是專題治學的時代，但一味地以小爲尚、唯冷是崇則是一種偏頗。
選題的前沿性、新穎性也非常重要。 一個選題應當追蹤學科發展的新動向，甚至預示未來學術

發展的趨勢，具有開拓性和前瞻性。 前沿研究往往提出前人所未提出的新問題，涉足尚待開發的處

女地。 前沿性的題目對學科發展具有較大推動作用，提供新視角，開闢新領域，應用新方法，找到新

的增長點，甚至能爲後學“開無數新門徑”，“開許多新生路”。 前沿性題目常常來自學科交叉地帶，
由不同學科的碰撞産生火花。 如近年來出現的性別史、概念史以及新文化史，都屬於前沿性研究。
相對於傳統題目，前沿性題目優勢明顯，它給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閱讀者

的興趣。 但學術研究也不能一味趨新求異，隨波逐流，新課題也同樣必須兼具相當的重要性。 傳統

題目當然也不是可以完全棄之不顧，置之於新的視角下也有可能轉化爲前沿性題目。

功力與見識含量的多少決定學術分量的厚薄

體現在具體學術成果中研究者的功力與見識的深淺，無疑是判斷學術價值高下的另一重要標

準。 對人文學科而言，論文和專著是兩種最基本的呈現形式，因此成爲學術評價的主要對象。 評判

一篇論文或一部專著時，人們往往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再就是看是否有見識、思
想、洞察力，見解是否深刻，是否能揭示現象背後隱藏的事理。 功力和見識同時達到爐火純青、高度

互動的，比較少見。 多數論著，要麽長於功力，要麽以見解取勝。 功力與見識同臻極境者堪稱大師，
而對大多數人而言，則必有一偏。 這反映的是人們治學路數的偏好和追求。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曾提出過史學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 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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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學術功力。 功力體現出一個人在讀書治學上所下功夫的多少深淺。 所謂“真積力久則入，學
至乎沒而後止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等等，強調的都是學問的積累問題，在某一

領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問題。 以季羨林先生的糖史研究爲例，他十餘年裏一直關注著“糖”的問

題，遨遊書海，力求在史料上做到涸澤而漁，其展現的功力令人嘆爲觀止。 除了收集材料的能力之

外，功力還指你對治學工具和相關輔助學科掌握的多少，這是能否在某一領域做出成就的必備條

件。 當然，功力也指對專業基本典籍的掌握程度。 所有成功的學者對本方向的基本典籍無不爛熟

於心。 爲陳寅恪所推重的黃庭堅早就告誡人們“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帶有經典性

質的書必須溶化到血液裏。 繞過基本典籍不讀而企圖走捷徑速成，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綻。
就目前的學術規範而言，功力還要包括對相關研究現狀的了解和把握。 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

累積的過程，充分消化前人成果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推陳出新、後來居上。 對前人的既有

成果視而不見，對當前學術行情茫然無知，完全從個人興趣出發自抒胸臆，難以形成與學術界的有

效對話，這類研究很難說有多大的學術價值，往往只能得到差評。
至於見識，昔賢有言：“才須學也，學貴識也”，說的就是見識對於學問的重要。 具有深刻、獨到

的見識才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才能列爲優等。 學者好比是蠶，蠶吃桑葉，吐出絲來，然後用絲來編織

出錦綉文章，而不是吃桑葉吐桑葉，把桑葉大量堆積在文章當中。 論著中必須體現作者的見解和思

想。 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必然閃耀著思想的光芒。 目前許多論文中普遍存在有學無識的弊端，通篇

只是堆砌材料、轉錄材料，靠材料膨脹篇幅，用大段引文來注水，通過炫耀表面上的博學來掩飾思想

的貧弱。 文章自始至終，只能感受到前人在哪裏，別人在哪裏，而感受不到作者自己在哪裏，找不到

作者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這種以羅列材料爲主的論著充其量是概述性的、籠統的，缺乏明確的問題

意識和核心概念支撑，這是沒有見識的結果，是創造力、洞察力與思維穿透力短缺的表現。 當然，對
見識的有無或高低的判斷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可謂見仁見智，在具體的學術評價中是最難把握的。
不得不承認，見解越獨到、越犀利、越超前，就有可能越難以被大多數人所認可。 這是對學術評價者

的一種挑戰和考驗，需要具有能够容忍異見甚至異端的氣度和胸懷。

能否進入學術史是估量科學研究價值的最終尺度

學術成果是否具有學術史的價值，應該成爲學術評價的終極尺度。 學術評價必須引入學術史

的維度。 學術研究通常是一種長綫的事業，應當具有長遠的眼光，學術評價同樣如此。 學術評價不

能只關注短期效應，而要從整個學術史的長河中進行觀察。 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必將被寫入學

術史而爲後來者所銘記。 所謂具有學術史意義的成果，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具有範式革命的意

義，比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

者以軌則”；一類是具有局部突破意義，或是在某個問題上推翻前人結論提出新的認識，或是通過

發現新材料、應用新方法將某一問題的研究推進一步。 二者的學術史意義當然不能等量齊觀，前者

引發學術研究的突變，後者帶來學術研究的漸變。 前者通常出自大家手筆，因緣際會而成經典，可
遇而不可求；後者來自辛勤耕耘者的常規研究，是經常出現的，也是學術評價中最常見的情形。 我

們當然不必用衡量經典的標準苛求全部學術成果。
若涉及對某位學者的評價，也需要具備一種學術史的視野，進行學術史的定位。 一位優秀的學

者應當是有資格進入學術史的。 他通常是在某一具有重要性或前沿性的領域或方向從事研究，沉
潛積澱有年，而且取得實際的建樹，佔領了學術制高點，具有一定的聲望和良好的口碑。 他是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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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佼佼者或代表性人物，他的名字是與某個領域聯繫在一起的，一涉及這個領域就想到他的名

字，這就說明他在學術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就像周汝昌先生之於紅樓夢研究，陳寅恪先生之於魏

晉隋唐史研究，吳晗先生之於明史研究，羅爾綱先生之於太平天國史研究，童書業先生之於春秋史

研究，楊寬先生之於戰國史研究等等。 在對學者進行評價時，應當將這類學者優先選拔出來。
近來，作爲“以質爲主”評價標準的代表作制度，呼聲很高。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代表作絕不只

是學者個人的代表作，同時更應是本領域、本方向或某一問題研究上的代表作。 是不是代表作關鍵

在於其有無學術史的價值。 我們現在的評價標準中還有所謂衡量學者學術貢獻度的提議。 學術貢

獻度的評判不能只通過橫向比較完成，更離不開學術史的標準。 其實，早在 1932 年傅斯年在談到

大學教授資格評定時即已提出，“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爲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

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 1947 年出台的《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中規定評選院士的資格之一爲“對
於所專習之學術有特殊之著作發明或貢獻者”。 其中所說的“不可忽略之貢獻”、“特殊之著作發明

或貢獻”均含有一種學術史價值的意味。 總之，學術史的評價是學術評價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尺度，
一種終極尺度。 只有依據學術史標準，才能真正實現淘汰庸才，優中選優，形成一種正向的激勵

效應。

學術管理必須尊重學術的本性

如何處理好學者治學與科研管理之間的矛盾，是當下學術評價之所以成爲問題的關鍵。 管理

者總是喜歡一刀切，喜歡用指標、數據、統計、報表、量化等工具來考核學術。 而上述幾乎所有考核

手段和措施，均違背學術的本性，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戕害著學術，乃至摧殘著學術！
在這裏，有必要澄清下面幾點認識：第一，能力與成果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也就是說，有能力

取得某種成果絕不能與最終成果本身畫等號。 譬如說，現在上上下下都以項目多少論英雄，實際

上，項目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僅僅是能力的標誌之一，任何項目都

絕不能與已有成果畫等號，尤其不能高於已有成果，出水才看兩腿泥，貨色才是最重要的。 項目僅

僅是創造成果的條件，不是成果本身！ 第二，出版物也不等於成果。 成果包括 SCI 論文和所謂頂級

期刊論文都是出版物，但並非所有的出版物都是成果，並非所有的鉛字都是學術，只有那些在知識

增長中有意義的出版物，只有那些要麽有功力、要麽有見識的出版物，才是成果，才是學術。 所以，
出版物的多少，嚴格地講，與學術無關。 第三，學術業績與學術水平是不能畫等號的。 在晉升職稱、
評聘博導和崗位定級等學術評價活動中，我們常常用業績評估代替了水平鑒定，更看重的是項目多

少、論文篇數、著作若干和獲獎等級，這些充其量只是學術業績，不是學術本身。 應該看到，那些有

影響力、有代表性、有地位的學者本身才是最大的成果，學術業績絕不能與學術聲望相提並論。 聲

望與地位才是一個學者最根本的標誌。 一個在各方面都達標、符合種種數量要求、除了學術之外什

麽都有的學者，有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學術聲望或聲望很差、在學術上沒有任何貢獻的教授。
從血管裏流出來的都是血，從水管裏流出來的都是水，而任何“一刀切”的簡單量化考核，都不

足以辨認學術上的“血”與“水”，尤其辨認不出哪個是“血管”，哪個是“水管”！ 因此，學術管理尤

其必須回到學術的本性上來。 應該看到，學術研究的質量在任何時候都高於名分、高於項目、高於

出版物的數量。 最後能否進入學術史，才應該是衡量一個學者是否成功以及地位高低的最終標尺。
必須指出，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糾正“SCI 崇拜”，具有重要的意義。 要深刻認識論文

“SCI 崇拜”帶來的負面影響。 相比一刀割除這一“病灶”，科研管理者更應該反思造成“SCI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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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濫的深層次原因，尤其需要對這些年科研管理的價值觀、目標、方法進行反思。 只有管理者進行

深刻的自我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科研管理體制進行系統的根本的改革，這次的“斷腕”之舉才能

顯示其真正的意義。 否者，它所引起的只是一個孤立的物理變化，而不是整體上發生質變的化學變

化。 我們必須大聲疾呼：科研管理再也不能繼續那種以簡簡單單的條條框框來衡量高度複雜的科

研活動的局面了。

寄希望於一個獨立與成熟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從根本上說，科研評價機制的健全和完善最終有賴於學術共同體的獨立和成熟。 學術評價的

主體應該是學術共同體。 一個自治、自由的學術共同體，是學術評價達到最大限度的客觀公正的前

提和基礎。 一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完全可以維持自身的新陳代謝和生態平衡。 我們以往的失誤在

於過度依賴行政管理部門的調節和干預，一切服從於行政權力的指揮棒，學術共同體的能動性未能

充分發揮出來。 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預越多，則學術亂象和學術腐敗越多，異化越嚴重，從而陷入越

管越亂、越亂越管的惡性循環之中。 行政管理部門不妨以退爲進，做出必要的權力讓渡，讓學術共

同體行使學術活動的立法權，讓學術領域成爲一個相對的公共空間，方爲明智之舉。 培育和維護一

個以學術至上爲價值基礎的學術共同體乃是根本大計和長久之策。 因此，在目前科研評價體制的

改革中，我們應當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性，逐步將學術權力交付學界，尊重專家、相信專家、依靠

專家，發揮同行評議的主體性作用，還學術界一片藍天。
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良性的學術研究生態。 學術評價的前提是先要有學術，然後才能建

立與之契合的評價體系。 沒有良性的學術研究生態，根本不可能大規模生産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

成果。 在這種情况下，要建立有公信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只能是一種奢望，甚至是一種本末倒置。 在

優秀學術成果匱乏的前提下，即使有再發達、再完善的學術評價體系，也毫無意義。 當前，要提倡

“致良知”的研究作風，要提倡高度的專業主義，要把學術研究從各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束縛下解放

出來。 每當基金發布的時候各種 “掮客”四處兜售投標“秘籍”、研究人員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的
各種醜態已經淪爲世界笑談。 在這種“泛八股主義”的生態下，要想生産出值得評價的學術産品談

何容易！ 而真正的專業主義則要求足够的研究空間和強烈的關注現實的情懷，並使學術研究最大

限度地遵守學術發展的規律。 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建立一個運轉機制充滿活

力的學術共同體。
學術界苦“SCI 崇拜”久矣，叫停“唯 SCI 是崇”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最關鍵的是制訂新的評

價指標及體系。 本文上面僅就學術評價的方向性原則性問題做了探討，如何把這些方向性原則性

體現在具體的評價尺度上才是要務。 極端機械套用某一指標不可取，沒有考核指標將會引起更大

的混亂。 在某種程度上，SCI 指標設立的初衷也是爲了強調一種硬約束，甚至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

法，遺憾的是這一辦法在應用過程中走向歧途了。 撤掉 SCI 指揮棒之後，整個學術評價需要重新定

向，這關乎著未來中國科學研究和學術發展的方向，關乎著中國在未來科技舞台上以什麽姿態參與

競爭。 這就需要整個學術共同體就此展開充分的討論，形成新的共識。 要言之，制定一個科學的科

研評價體系，決定著 21 世紀中國的科研事業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也決定著能否實現建設名

副其實的科研大國、學術強國的宏偉目標。 中國的科學研究，又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
（作者係山東大學教授、《文史哲》雜誌主編，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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